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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展开的新向度
———简评陈明的“文化儒学”

周良发，杨阳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７）

［摘　要］与蒋庆、盛洪与康晓光汲汲于儒学的政治路向不同，陈明以“即用见体”为立论基底，以
“公民宗教”为现实进路，力图从文化角度来重建儒学理论体系。所谓“即用见体”，是指处于特定

历史情境中的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完满地表达、呈现出来，进而构建新

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陈明以“即用证体”和“即用建体”来构建儒学理论体系，超越了“中

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对举模式。通过批判国教说，陈明提出了“公民宗教”作为实践“即用见

体”的现实进路，强调其社会基础和对个体生命之思想体系的完善；认为儒教的实际功用、现实境

遇和研究现状为“公民宗教”提供了可能；进而认为儒家的“生生之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的

善”可使“公民宗教”与宪政实现对接。陈明之“文化儒学”将国人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与文化重

建联系起来，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思维路向，但也面临着挺立与完善

“文化儒学”的本体形态和宗教进路的现实困境等难题。总体上，陈明“文化儒学”的出现很大程度

上标志着中国大陆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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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陆新儒家的引领和彰扬下，儒学复兴思潮
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１９８９
年蒋庆在台湾《鹅湖》杂志发表《中国大陆儒学复兴

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之时儒学复兴尚未形

成气候，那么２００４年，蒋庆、陈明、盛洪、康晓光等人
的“贵阳儒学会讲”则标志着大陆新儒学正式登台

亮相并逐渐扩展开来。然而，尽管同属大陆新儒家

阵营，陈明与蒋庆、盛洪、康晓光三人的致思理路却

大相径庭。与蒋庆等人汲汲于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与

政治化路向不同，陈明力图从文化视角展开自己的

儒学诠释，以重构新的儒学体系。他以“即用见体”

为立论依据，以“公民宗教”为现实进路，构建儒学

新的理论形态———“文化儒学”。陈明认为，今人面

临的困境不是哲学而是文化，其本质是与个体生命

休戚相关的文化失语，也只有通过文化进路才能使

失落已久的儒家思想重获其历史成就与现实展开。

　　一、“即用见体”的理论构建

当代学者宋志明先生指出，牟宗三“道德的形

上学”是儒学最后一个理论体系，迄今尚未出现新

的理论形态。［１］然事实并非如此，现代学者中致力

于儒学体系构建的可谓代不乏人。大陆新儒家自兴

起之始即热衷理论建构，蒋庆的“王道政治”与陈明

的“即用见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里仅以陈

明“即用见体”之论来展示大陆新儒家在理论建构

方面的努力。

晚清以降，传统儒学在科学、民主与自由的现代

化浪潮中遭遇了重大危机。如何应对西方强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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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挑战，如何于现代社会中安置儒家传统？这是新

儒家几代学人一以贯之的重大使命。为此，现代新

儒家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理论探究，希冀

开掘儒家思想的新生命。港台新儒家放眼世界和未

来，积极参与全球伦理的建构和文化对话。而作为

大陆新儒家之重镇，陈明的核心议题是：面对新的时

代背景，传统儒学是否还有其时代价值和意义，能否

解决今人生活中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与身心安顿

等问题？与蒋庆等人的原教旨主义立场不同，陈明

认为这一问题实质上源于民族国家主干性文化话语

系统的失坠和断裂，他进而提出“即用见体”来重建

中华民族的精神塔基和意义系统。

陈明认为：“即”，本是“接近”、“靠近”之义，在

此语境中是指“在……之中”；“用”，本是“作用”、

“功能”、“方法”之义，这里意指“特定的历史情

境”。“即”与“用”二字相连的意思就是“在特定的

历史情境之中”。“见”，本是“看见”、“显示”之义，

这里特指“使……呈现”；“体”，本是“本体”、“实

质”、“形体”之义，这里是指“生命存在的原始状态

或本真结构”。“见体”，即“使生命存在的原始状态

或本真结构呈现出来”。［２］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

“即用见体”指“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人们通过创

造性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完满地表达、呈

现出来，进而构建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

态”。［２］鉴于此，我们可作如下理解：陈明之所以积

极构建儒学新的理论形态，其目的在于为今人的日

常生活提供一种新的精神支撑和思维路径。由于生

活形式与生命形态始终呈现出动态与鲜活的特点，

所以“即用见体”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模式，

而是由生命之流、事件之流、时间之流整合而成的开

放的、不断完善的体系。在此意义上，“即用见体”

既彰显了人的主体意识，又承续了传统儒学的人文

特质。

那么，如何构建“即用见体”之理论体系呢？这

是“文化儒学”能否存续的关键因素。陈明从“即用

证体”与“即用建体”两个层面来搭建“即用见体”的

逻辑结构。其一，“即用证体”。这是从文本视角来

透显“即用见体”的内在特质。他援引西方解释学，

将文本解读与事实重构、意义体会联系起来，“即用

证体”之“体”自然就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他说：

“作为特定事实的呈现文本，‘六经皆史’应当理解

成‘六经皆事’，这意味着‘道’不再只是纯粹的形上

绝对，而必须依附于‘事’，以此呈现其历史性和存

在性。”［２］那么，“即用证体”之“用”如何证“体”？

他说：“先有活动，再有真理；先有生命，再有哲学。”

也就是说，不再预先创设理论构架而是直接面对现

实生活，既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以客观世界之

“用”来印证“即用见体”之“体”。韩非子所谓“世

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即是此

意。其二，“即用建体”。这是从实践角度来阐释

“即用见体”的理论建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均需

回归现实层面，否则它便犹如沙上建塔，其根基难以

稳固。如果说“即用证体”之“证”属于学理层面的

理论分析，那么“即用建体”之“建”就是面向生活的

现实推进。换句话说，作为文本形式之“体”总得通

过“情境性”、“历史性”而呈现出来，以其本身自然

理路来表现现实生活的动态过程，以便从容面对文

化重建问题。至于如何重建文化系统，从现有资料

来看，陈明却语焉不详，并未给出一个详尽而明确的

答案，只从侧面前瞻了待建之体的基本特征：在内容

上，它是生活之流的客观呈现，所以表现出片断性；

在形式上，它是意义系统的外在流露，并没有逻辑的

结构，所以表现出鲜活性；在性质上，它是主客体之

间本然或统一关系的内在呈现，所以表现出动态性。

总的来看，陈明仅以“即用证体”与“即用建体”来重

构新的理论体系略显薄弱，但他将人们的现实生活

与传统文化相接榫确是人所未言的创新之举。可

见，他依凭的不是历史事实的详尽陈述，而是生活层

面的多维观照。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袭与儒家传统之

式微，“现代性焦虑”就始终弥漫在国民心中。面对

大厦将倾之时局，晚清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以挽

救危局，“中体西用”遂成为洋务派、国粹派、新儒家

现代性之思的理论纲领。与之相反，当代学者李泽

厚倡导“西体中用”，认为“传统必须彻底打倒，中学

必须根本扔弃，中国才能得救”［３］。显而易见，这是

名副其实的“全盘西化论”。虽然张之洞与李泽厚

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但他们的形上思考都为国人考

量中西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那么，作为一种新的

体用论，“即用见体”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

间到底有无关联？在此问题上，陈明并未否认张、李

二人体用论的思想史价值，并坦言曾受二人之影响。

面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张之洞通过修补传统

文化来解决，李泽厚主张移植西方文化来解决，而陈

明则倾向于文化重建的方式。由于“即用见体”立

足于生活与生命，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建设性与开放

性，所以它既可以克服“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

消极因素，又能够吸纳其中的积极成果而为我所用。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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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与多元文化并存观，一定层面

上超越了“中体西用”论与“西体中用”论中西对举

的思维模式。

综上所述，“即用见体”是大陆新儒家中颇具哲

学思辨的理论形态，一定层面上表征着大陆新儒家

理论思考的精深程度。然而，“即用见体”却有这样

的特质：表面的抽象叙述使文本看似清晰明朗而实

则艰涩难懂。虽然陈明本人多次申述“即用见体”

这一概念，但依然让人难以把握其内涵。

　　二、“公民宗教”的现实进路

通过“即用证体”与“即用建体”的双向并进，陈

明向人们展示出“文化儒学”的理论构架。那么，如

何践行这种理论体系？在综合考量古今中外相关论

述之后，他提出了“公民宗教”的现实进路。

１．国教说之批判
制度儒学解体以来，如何重塑国人的精神信仰

与终极关怀便成为现代儒家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因此，康有为参照西方国家的宗教模式，欲将儒学宗

教化，使之成为“儒教”，继而将其国教化。大陆新

儒家蒋庆、康晓光等人承顺康氏当年的国教方略，苦

心孤诣地重建儒教体系，并殚精竭虑地擘划中国的

未来。在具体操作上，蒋庆设计“议会三院制”（庶

民院、国体院、通儒院）来创设儒教中国：庶民院代

表社会民意，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通儒院代表儒教

精英。虽然陈明承认儒教的宗教性，但他还是激烈

批判了蒋庆等人的儒教国教说，其理由可概述如下：

其一，作为一种宗教，儒教本身的宗教因素比较薄

弱，尤其是在对上帝神灵的信仰上、对个体生死的重

视上以及对终极关怀的阐述上。既然如此，若以西

方宗教为评判标准，儒教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宗教。其二，必须尊重历史，更不能主观叙述历史。

蒋庆为了给“儒教中国”寻找理论支撑，认定儒教在

汉代就已经是国教。陈明并不认同此说。在他看

来，儒教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积淀起来的，由萨

满教演化而来，其社会性显而易见。事实上，只要稍

稍深入中国历史便可发现，儒学自产生之日起即有

极强的经世致用性，孔子创制儒学就是为了挽救濒

临瓦解的周公之礼，所以它自先秦以来就突显出厚

重的社会属性。从这种认识出发，陈明认为蒋庆等

人苦心经营的儒教国教策略不仅理论上难以成立、

操作上难以展开，而且在实践上毫无意义。显然，想

通过政治手段将儒教定为国教，实为空想，康有为那

个时代做不到，现时代更没有可能性。

倘若我们稍微浏览一遍新儒家诸人（包括现代

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的儒教观即可发现：牟宗三

认为儒教是圆教，情感色彩过于浓厚；蒋庆主张政教

合一的“儒教中国”，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康晓光

提倡孔教国教说，现实层面上无操作性。基于此，陈

明剑走偏锋，提出儒教的下行路线———“公民宗

教”，主张以儒教的宗教身份整合民间社会的儒教

资源，进而从“公民宗教”的立场来界定、建构儒教

的影响力与特殊地位，以此贯通作为“公民宗教”的

儒教与自由民主宪政之关系。平心而论，虽然陈明

的“公民宗教”淡化了现实政治层面，可其进路在本

质上依然是一种基于宗教的思路。而且“公民宗

教”显然故意回避了意识形态问题，并公开彰显出

自己的宗教特征———强调儒学的宗教性是大陆新儒

家的共性。

２．“公民宗教”之要义
“公民宗教”一词，最早见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

梭的《社会契约论》。鉴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

后欧洲各教派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卢梭尝试建立一

种超越传统宗教，并为全体公民普遍接受的宗教来

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陈明借鉴了卢梭的公民宗

教观，并加以创造性发挥。在他看来，“公民宗教”

可从三个层面加以呈现：从政治上看，它是对卢梭的

政治稳定性和公民认同感的发挥；从宗教上讲，它是

对涂尔干以社会视角诠释宗教意义的承接；从儒教

来说，它是对儒学宗教功能和意义描述的新尝

试。［４］由此可见，“公民宗教”只有一个目标：从价值

层面确定其合法性，以增进全体国民的认同力，从而

提升其凝聚力。那么，陈明是怎样界定“公民宗教”

的呢？他说：“‘公民宗教’实际是指一种功能、一种

地位。”［５］而这种功能的发挥、地位的获得，关键在

于作为宗教的儒教的重建，其路径有二：一是在社会

中寻找和建立自己的基础，二是建立与完善关于个

体生命或终极关怀的思想体系。前者的实现必须与

当代社会紧密相连，而后者的呈现则应当增加其实

践环节。至于在操作层面上，用陈明自己的话来说，

必须“把儒教削得比较‘薄’一点”［５］。何以要将儒

教削得“薄”一点？因为康有为大力鼓吹的孔教运

动的上行路线并未成功，而蒋庆诸人赤裸裸的政治

进路亦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唏嘘之声，遭到马克思主

义者的强烈驳斥。

３．“公民宗教”之可能
为何从“公民宗教”路径来重建儒教？这是陈

明关于儒教之下行路线是否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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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此，他列出三点理由作为理论依据：一是基于

儒教实际功用的考虑。从“公民宗教”视角诠释儒

教，可将其置于社会政治层面，暂且抛开儒教合法性

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儒教本身的诸种元素比

如情感、价值等激活起来，以此促进儒教体系中非宗

教性成分的复兴。就发展策略而言，此举可以有效

避开政教合一、儒教国教的高调立场，使其长期处于

平顺柔和的发展状态。二是基于儒学现实境遇而

言。２０世纪以来，文化与思想领域在历经多次激进
反传统之后，儒学体系早已残破不全，但其神圣性依

然飘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陈明颇为自信地认为，

“公民宗教”可以依凭儒学在文化认同和社会基层

中的优势，首先激活全体国民的宗教信仰，进而反哺

儒教的复活与振兴。三是基于儒教研究现状立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任继愈重提“儒教宗教”论，学界对此
展开了长期的探讨与争鸣，至今未有停歇之迹象。

但陈明不满任继愈、李申、何光沪等人以西方基督教

的理论范式来规约儒教的做法，认为若以“公民宗

教”的视野来研究儒教不仅能够避免理论阐释上的

繁琐，还可以反观其社会基础和深层脉系。可见，陈

明创设的公民儒教注重的是文化功能（诸如国民的

身心安顿、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至于能否形成

一个覆盖全国的宗教组织已无关紧要。

４．“公民宗教”与宪政
在政治立场上，尽管陈明反对蒋庆等人的儒教

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者的宪政爱国主义，他也同

时指出：一个现代国家不仅需要制度安排与法律规

范，还需要一种“公民宗教”（或者说公民意识）来支

撑，以提升全体国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缘于这种

观点，他在探究“公民宗教”的现实进路时，格外注

重它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若要打通作为

“公民宗教”的儒教与民主宪政之间的通道，儒教思

想必须现代化并强化其权利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

意识。事实上，陈明之所以反复申论儒教具有“公

民宗教”之可能性，是因为他认为“公民宗教”完全

可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理论基石，进而成为“现代

自由民主宪政中国的国族认同基底”。［５］这不仅仅

是逻辑上的推理，而且历史上的“儒教治世”也说明

儒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社会公共领域。然而，“公

民宗教”与宪政之间如何衔接？这才是问题的关

键。除了援引美国宗教学家罗伯特·贝拉的结构功

能论外，陈明还深入历史寻找理论依据，回到了儒家

传统的至善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上来，以儒家

的“生生之德”与亚氏之“最高的善”来完成“公民宗

教”与宪政的对接。他认为，在此层面上，儒家与社

会就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了，儒教的重振与社会的

提升便协调一致了。在他看来，美国基督教与政治

制度之间的契合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美国的强盛

不在于制度设计上的优势，而在于运作有序的社会，

这种社会的深层内核正是基督教。所以，儒教若要

再次复兴，首先就要深耕基层，稳定其社会根基。惟

其如此，儒教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公民宗教”的

地位。

　　三、“文化儒学”简评

与蒋庆、康晓光等人的新儒学思想所具有的浓

厚的政治色彩相比，虽然陈明的“文化儒学”依然关

注儒教问题和人的终极关怀，但它没有触及现实政

治层面，更没有诉诸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更具开放性

和灵活性。陈明基于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现象学的研

究思路，以文化为切入路径，将国人的文化认同、身

心安顿与文化重建联系起来，确有其独到之处，从而

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思维路向，但“文化儒学”

的理论建构仍存在些许不足。

１．形上建构何以可能
不可否认，陈明“即用见体”从观念上超越了传

统的体用论，特别是“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理

论窠臼。为了避开理论体系义陈过高、不切实际的

风险，他始终避而不谈“即用见体”的形而上学问

题，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以便于落实到社会现

实层面。问题是，陈明的“文化儒学”果真能够逃避

形而上学？“即用见体”之“体”没有任何的形上成

分和意义？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一种以宗教为现实

进路的理论形态，“文化儒学”本身即蕴含超验的、

神圣的形而上学指向，“即用见体”自然就无法回避

形而上学问题。诚如当代学人黄玉顺所言：“假如

没有形而上学的奠基，那形而下的伦理学、知识论何

以可能？”［６］他进一步指出，西方现代哲学的实证主

义和后现代主义流派避开形而上学的做法乃是“一

派糊涂”，因为任何理论体系的搭建均不是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而是有本有源的。显然，这里的本与

源就是指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至于“即用见体”

之“体”究竟能否承担形上本体之角色，目前尚不明

朗。因此，如何挺立与完善“文化儒学”的本体形

态，对陈明本人来说可谓任重道远。

２．宗教进路危机四伏
无论是蒋庆、盛洪与康晓光的儒教国教说，还是

陈明的“公民宗教”观，大陆新儒家无一例外地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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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或者说儒教）作为其立论的现实旨归。虽然陈

明多次著文反对国教说的上行路线，竭力主张立足

社会基层民众的下行路线，以此降低宗教及政治上

的风险性与敏感度，可是这种自下而上的路径设计

亦非易事。从理论上看，“公民宗教”是否会重走２０
世纪初康有为力倡的孔教之旧路，从而招来人们对

儒家思想进行更加惨烈的批判和唾弃？它果真能够

成为一个民间化、社会化、通俗化的大众宗教吗？这

是许多关注陈明的论者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学术思

想的发展不是靠个人宣言就能解决的。就实践层面

而言，儒教在展开的过程中随时可能面临宗教极端

组织或邪教势力打着儒教旗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危险，尤其是境外宗教组织对儒教的渗透和破坏等

问题。如何规避此类问题乃陈明构建“文化儒学”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可见，“公民宗教”的现实推展

必将遭遇诸多困境。

总的来说，虽然“文化儒学”在学理层面不够圆

通，现实进路更面临困境，但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

志着中国大陆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亦为今人审

视当代儒学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视角。

［参　考　文　献］

［１］　宋志明．现代新儒学的走向［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４３．

［２］　陈明．即用见体再说［ＥＢ／ＯＬ］．（２００５－０６－０３）［２０１２－
０８－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ｃｏｍ／ｄａｔａ／ｄｅｔａｉｌ．ｐｈｐ？
ｉｄ＝６９６２．

［３］　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Ｃ］／／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３３８．

［４］　陈明．对话与独白：儒教之公民宗教说随札［Ｊ］．原道，
２００７（１０）：４７．

［５］　陈宜中，陈明．从儒学到儒教：陈明访谈录［Ｊ］．开放时
代，２０１２（２）：１２２．

［６］　黄玉顺．儒教与形而上学问题———对鞠曦、陈明、蒋庆
的评论［Ｊ］．湖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１）：１６．

（上接第１４页）
集体主义精神是人类的古老文明，是一种普适

价值。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人类由弱变强，从

自然界里脱颖而出；正是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每一

个部落、每一个民族战胜了一次次天灾人祸，化解了

一次次生存危机。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求

助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低层次的集体主义不但

无济于事，而且还会阻碍这一全球危机的解决，只有

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用最高层次的人类集体主义道

德原则和理性精神来捍卫人类的生存权利，才能真

正化解人类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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